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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最低的判断，在探讨国有企业范围的界定、剖析其他学者论证过程与其研究结论的关系、重新探讨“经济人”这一前置假设之后，选取2007-2015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这一竞争性行业中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Malmquist Index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情况，样本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国企比私企的创新能力反而更高，细分企业对比也是各有千秋，但国有企业更胜一筹。最后进一步认为产权属性未必必然导致创新能力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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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s the lowe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alyzes other scholars’ process of argumentation and its conclusion and even to explore afresh the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It selects the micro data of Chinese auto parts and accessories manufacturing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from 2007 to 2015, contrasts and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listed companies by use of the Malmquist Index.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verall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higher instead tha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ach subdivided enterprises has its strong point but the former even better. At last we think that property-rights may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nnovation ability good or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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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期，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诸如中国石化等部分国企展开，现在正紧锣密鼓的推进，仿佛“私有化”不成转而搞混合所有制才是当前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而嗅觉灵敏的学界早已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各式研究的热点之一，他们认为推动国企改革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创新性差，甚至部分现有文献认为，与其他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最低”，如安同良等[1]（2006）发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研发强度最差、研发频率较低、组织性差；甚至，国有产权比重对知识生产效率具有负效应（吴延兵[2]，2006）；后吴延兵[3-4]（2012，201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弱，而且，在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上均没有竞争力，并进一步判断产权性质差异是导致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周黎安、罗凯[5]（2005）发现非国有企业具备一定的企业规模会对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有企业则不会；等。曾是历史选择的国有经济缘何成了创新的桎梏？
国有企业之所以创新能力低就是因为其产权属性？这种结论是对其所使用样本的大体、笼统的总结还是根源探究？本文将通过抽样测算国有和私有两种类型上市公司的MALMQUIST指数，对比分析两种产权性质企业的技术进步优劣来，以便进一步考查该判断。全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评价指标与数据选取，第四部分为测算结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述评
（一）国有企业的范围界定太过狭隘，研究过程与所得结论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关系

安同良等[1]（2006）依据2000-2002年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的样本数据，但其研究存在的问题有二，其一是他对国有企业类别的划分值得商榷，其划分的第一类就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公司，而他将注册为股份公司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划为非国有及集体所有制公司的第二类，这与吴延兵[4]（2014）划分的国有企业比较一致，而吴延兵[4]（2014）将股份有限公司划分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毫无疑问，上市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产权属性是混合所有制，因为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国有资本或者集体资本与私人所有的资本混合在一起，那么，单一的私人所有或者单一的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显然都不能称其为混合所有制，但是，如果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国有或者集体法人的话，这意味着掌控其产权决定权的是国有法人，其产权属性更应认定为公有制，尽管在理论上仍可将其认定为混合所有制，但其控股权的权属决定了其产权的根本特性；以此类推，控股权是私人的股份公司，尽管也是“混合”所有制，但也应认定为私有制。其二是，安同良等[1]（2006）的统计数据只是表明了国有企业在R&D强度、R&D频率、R&D主体、R&D方向和R&D投入方面的劣势，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这些劣势是源于其国有产权属性，因为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待研究，其后的多元回归计量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的办法检验所有制与R&D强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却是：“总体而言，R2的值较低，表明模型中很大一部分方差未被解释”，显然，作者对此的解释非常牵强，自己也认为各变量之间“线性关系不明显”，也就是其线性假设可能有问题，这也导致了其研究结论的参考价值存疑。
（二）区分所有制类型研究得到的仅是“笼统”结论，并没有照顾到特殊案例
显然，利用某个时期阶段宏观数据或中观数据，测算所得的结论对应的就是“该时期阶段”宏观的或中观的，或者说就是“该时期阶段”一般的、笼统的，那么，这会否否定另一时期阶段或者该时期阶段某些微观个体的特征呢？也就是说，如果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会否出现个例——部分拥有国有产权属性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较强，或者其他时期会较强？显然，应该用辩证、全面、发展的视角开展研究。
安同良等[1]（2006）使用的是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江苏省2001、2001年制造业行业的微观数据，但得出的结论是区分所有制类型的“笼统”结论。吴延兵[2]（2006）使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3-2002年中国“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而在其确定国有产权比重指标时，由于没有确定数据，使用的是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国有）总产值占行业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替代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国有产权比重，并自我评价“由于国有企业往往集中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所以这一替代性指标实际上是低估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国有产权比重，这样在回归分析中产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就可能变得弱一些。”那么，该文给出的“国有产权对知识生产效率具有负效应”的论断显然就是牵强的。而且，其“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分行业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数据，所以不能得到国有产权比重的精确衡量。作为替代性指标，我们用行业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占行业工业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比重来代表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国有产权比重”，显然表述有误，因为对应年份《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提供了分行业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数据，而没有提供对应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数据。
后吴延兵[3]（2012）使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2003年中国31个省市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行业对应的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的数据，显然，得出来的结论也是整体上三种所有制类型的创新性优劣的“笼统”结论。
吴延兵[6]（2011）注意研究了不同时间阶段产权性质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变化，为考察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良好的财务绩效表现是否意味着它们已经摆脱了产权束缚，以反映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对其创新与绩效的影响，他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5 -2006 年对江苏无锡、四川成都、广东江门、辽宁沈阳和河南省郑州5个市共 1000 多家企业进行调研所得到的2000-2004年的微观数据，运用静态比较和计量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在4种产权类型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最低，但生产率增长较快，且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效率改善”，这里，结论仍然是“笼统的”，没有提及个别企业特殊的情况。吴延兵[6]（2011）在该项研究中综述的Murakami，Naoki，Deqiang Liu and Keijiro Otsuka（1994）、Zheng，Jinghai，Xiaoxuan Liu and Bigsten Arne（1998）、Zhang，Anming，Yimin Zhang and Ronald Zhao（2001）三个研究团队运用的数据分别是中国1985年和1990年服装行业的企业数据、1986-1990年7个产业的企业数据、1996-1998年企业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是最低的”，显然，这些都是“笼统”的“时期性”论断。
吴延兵[4]（2014）使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0年的数据，得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弱”的“笼统”结论。
（三）辩证分析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果并不差
但是，与前述研究结论相反，聂辉华等[7]（2008）利用2001-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创新活动，并且这种相对优势伴随企业规模变大而更加显著，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私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较高。Erming Xu，Han Zhang[8]（2008）以2000-2005年中国5大高新技术行业54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国有股更侧重于过程创新而不是产品创新、偏好于独立创新而不是合作创新，国有股比重的增加虽不利于获得产品创新绩效，但却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的效益，并认为自主创新和过程创新都与国有股正相关。陈林等[9]（2011）使用2005-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同时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大小对研究对象进行样本分组，并假设产业的国有经济比重与行政进入壁垒强弱正相关，发现“熊彼特假说”在行政进入壁垒产业中成立，进一步推断：“当社会选择了行政进入壁垒，从长远来看，熊彼特假说将最终成立——越垄断越创新，企业规模理应越来越大，国有企业越大越好，私营寡头企业的国有化也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他们认为在自由市场中则完全相反。后陈林等[10]（2011）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创新与垄断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从长远看，创新与垄断正相关，熊彼特假说成立。
（四）经济人假设的假设即人性自利特质之“衡态”是否存在悖论？

经济人假设的潜在假设是“人性的自利特质不可变更”，而汪丁丁[11]（1998）认为作为经济学家信条的“经济人”假设的理性主义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何况，早在1974年加里·贝克尔[12]就证明了利他主义的存在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经过无限次重复博弈、连续博弈，都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理性主义选择的前提假设。叶航等[13]（2005）认为自私并不是人类“惟一”的天性，人类心智和人类行为不但与自利心相容，而且也与利他心相容，进一步“超越囚徒困境中个体理性的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剩余，可能是我们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与人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与人类制度共生演化的最终原因。”
鉴于此，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公司治理制度和机制等方面的变革是否已经使管理者克服（疏导）或者部分克服（疏导）了纯“利己主义”桎梏呢？如果片面相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仅仅是口号，那么这一判断本身是否是判断者本人坚持人性自利特质而忽视其他悖论的写照？
三、评价指标与样本数据选择
（一）评价指标：MALMQUIST指数

1. 模型的理论依据
索洛剩余的提出，使得学界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继资本和劳动之外第三个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源泉，进一步的生产理论研究认为，这三种要素及其互相结合效果的变动就构成了经济“变动”的源泉，也即周瑞明[14]（2009）所提及的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增进。传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产出的增长源于两部分，一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即生产沿着原生产函数进行，二是技术进步及其引致的技术效率变化，也即生产函数发生的改进。后者就是学界所称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衡量的是产出增长中除掉所有有形投入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之后的技术的生产率。
由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企业总是按照完全效率生产仅仅是一个理论值，或者说并非所有企业都位于最优生产函数的前沿面，以及所在生产函数的前沿面上，这是因为，企业之间是否实现了技术进步存在差别，以及，即使实现了技术进步，运用该技术进步的效率也存在差别。第一个差别就是两个生产函数前沿面之间的差距，即技术进步（TC，或称技术变化）；第二个差别就是所在生产函数潜在产出水平与实际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它对应着技术效率（EC，或称综合效率）；这两个差的乘积就是我们要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2.  Malmquist Index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每个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决策单元，适用由Fare et al. [15]（1994）改造的DEA方法来构造在每一个时期中国某行业的生产函数，以便确定生产前沿面，而把每一个企业的实际生产同该行业最佳前沿面进行比对，就可以测度其创新情况。
参照Fare et al.（1994）的研究方法，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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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测度在t期技术条件下某一生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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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大产出点逼近的程度。
随之设定两个Malmquis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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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t期技术条件下源于t至t+ 1之间技术效率变化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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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t+ 1期技术源于t至t+ 1之间技术效率变化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Malmquist Index可以被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两部分。本文借助于Fare et al. [15]（1994）的思路，用两个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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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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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与1大小的比较分别表示其是进步、不变还是落后。这样，Malmquist Index就可以测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两个不同来源：创新带来的技术边界变化和对最佳生产前沿面的追赶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本文将之用于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创新能力大小的对比分析，尽管创新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不等同，但它们却是创新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二）国有企业的界定、样本和数据选择

本文研究的是所有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所有制属性更具体的落实在企业层面，或者说，所有制性质的落脚点是微观企业。刘芍佳、孙霈、刘乃全[16]（2003）以终极产权论作为新的控股主体分类标准，对不同的控股类型进行了绩效筛选对比，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竞争性行业中的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在国外一般被认为是公众公司——也就是混合所有制，但考虑到其实际控制权，国有控股达到一定标准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仍应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相应的，即使国有参股，但控股方为私人的企业就应被认定为私有制企业。

那么，通过研究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以及他们之间创新情况或者创新速度和趋势，就可以推断所有制属性对创新有无影响或者影响大小。由于在一个行业中，投入要素基本相同，而如果该行业属于竞争性行业的话，其行业内部的生产函数也同样基本相同，吴延兵[6]（2011）假定每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的最佳生产前沿面，用该行业中的企业与该行业最佳生产前沿面相比，从而得到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生产效率变化，由此所测得的比较结果显然具有可信力。因此，只需要一个混合所有制行业就足够了，同时也就确保了其生产函数的一致性、统一性。本文将控股股东为国有的视为公有制产权或称国有产权，相对应的，控股股东为私人的视为私有产权。
综合权衡中国现存的大部分竞争性行业的资产规模、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竞争程度等因素，同时考虑该行业的上市公司应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较长的上市时间，剔除水平偏下的和水平偏上的行业，本文拟采取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在市场结构上属于竞争性行业，在所有制类型上属于混合所有制行业，符合研究目的和要求。该行业在中国A股市场共有57家上市公司，为保证数据的历史连贯性，从中选取自2007年以来上市的样本，共31家；鉴于上市公司在理论上讲都是混合所有制，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对公有和非公有控股经济的分类办法（2006）》，最终确定其中的15家国有企业和11家私有企业，具体数据采集自相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三）投入产出指标的设定

1.产出项：营业收入Y

衡量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产出量的是各上市公司的年度营业收入。
2.投入项：总资产X1、劳动力人数X2

多数学者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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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和索洛剩余的设计理念，在考虑投入项时将固定资产或者资本存量作为第一个主要投入项。问题是如果对应的产出是营业收入或者GDP，很显然，固定资产或者资本存量项不能完全涵盖理论上的“资本”投入项，因为固定资产或者资本存量仅仅是除劳动力投入项之外投入的一部分，它无法对应作为产出项的营业收入或者GDP，因此，本文使用总资产作为第一个投入项，记作X1。选取各上市公司的员工总数作为第二个投入项，记作X2。
（四）消胀指标

使用国家统计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1990年定基指数）对营业收入消胀，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0年定基指数）对总资产消胀，2015年的指数来自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测算结果

具体测算中，样本企业生产函数前沿面的确定分两种情况：一是不区分所有制类型，将所有样本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按照统一的生产函数前沿面进行测算对比，二是将国企和私企分别按照各自所有制类型进行测算，之后对比两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各自的情况。运用Deap2.1软件，进行产出导向规模收益可变（VRS）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所得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2007-2015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创新指标对比

	　
	公司
	综合效率
变化
	技术变化
	纯技术效率变化
	规模效率
变化
	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

	私有
	万丰奥威
	0.972
	0.960
	0.970
	1.002
	0.933

	
	银轮股份
	0.981
	0.954
	0.964
	1.018
	0.936

	
	福耀玻璃
	1.025
	0.952
	1.011
	1.013
	0.975

	
	巨轮股份
	0.960
	0.962
	0.979
	0.981
	0.924

	
	模塑科技
	0.949
	0.933
	0.962
	0.986
	0.885

	
	万向钱潮
	0.920
	0.944
	0.937
	0.982
	0.868

	
	恒立实业
	0.882
	0.956
	0.885
	0.996
	0.843

	
	天兴仪表
	0.897
	0.975
	0.887
	1.011
	0.875

	
	宁波华翔
	0.918
	0.977
	0.963
	0.953
	0.897

	
	特尔佳
	0.996
	1.000
	1.000
	0.996
	0.997

	
	博盈投资
	0.994
	1.006
	0.999
	0.995
	1.000

	国有
	威孚高科
	1.030
	1.042
	1.000
	1.030
	1.073

	
	浩物股份
	1.009
	1.032
	1.041
	0.969
	1.042

	
	成飞集成
	0.971
	1.051
	0.966
	1.005
	1.020

	
	西仪股份
	0.980
	1.033
	0.980
	1.000
	1.012

	
	东风科技
	0.990
	1.031
	0.983
	1.007
	1.021

	
	长春一东
	0.968
	0.997
	0.958
	1.011
	0.965

	
	凌云股份
	1.081
	1.017
	1.064
	1.015
	1.099

	
	航天晨光
	1.106
	1.028
	1.056
	1.047
	1.137

	
	贵航股份
	1.085
	1.017
	1.039
	1.044
	1.103

	
	交运股份
	1.096
	1.027
	1.054
	1.041
	1.126

	
	华域汽车
	1.052
	1.026
	1.008
	1.044
	1.080

	
	一汽富维
	1.019
	0.977
	0.977
	1.044
	0.996

	
	渤海活塞
	1.022
	0.961
	0.991
	1.031
	0.982

	
	中航机电
	1.006
	0.979
	1.006
	1.000
	0.985

	
	潍柴动力
	1.011
	0.974
	1.000
	1.011
	0.985

	统一测算
	私有公司平均
	0.954
	0.965
	0.960
	0.994
	0.921

	
	国有公司平均
	1.028
	1.013
	1.008
	1.020
	1.042

	
	总体平均
	0.995
	0.992
	0.987
	1.009
	0.987

	分类测算
	私有公司平均
	1.021
	0.961
	1.002
	1.019
	0.981

	
	国有公司平均
	0.973
	1.008
	0.979
	0.994
	0.981


（一）总体对比发现，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实则具有明显“优势”
依据上表1所得测算结果，重点考察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这两项表征创新能力的指标，分两种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1. 将所有样本作为一个整体，按照统一的生产函数前沿面对比

所有五个指标——综合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综合对比显示：国企都比私企高，分别高出0.074、0.047、0.048、0.026、0.121。整体来看，国企五个指标的测算结果都超过了1，而私企都小于1；国企的全要素生效效率为1.042，而私企仅为0.921。显然，国企具有创新能力显著“优势”。

2. 将国企和私企区分，分别按照各自所属的生产函数前沿面对比

所有五项指标对比显示，国企与私企总体创新能力相差不大，尽管跟前一种测算结果有所不同：国企比私企的综合效率低0.048、纯技术效率低0.023、规模效率低0.025，但是，国企的技术进步却高出私企0.047，也就是在发挥现有技术水平的追赶效应方面国企具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的规模效率指标处于劣势，这意味着在当前市场竞争条件下，国企已经失去了规模优势。整体对比显示，全要素生产效率相同，均为0.981，这意味着两者的优势与劣势互相抵消了。
3. 按照统一的市场标准对比，国企创新能力具有优势
上述两种对比得出了差别较大的结论：整体对比国企具有优势，分类对比两者各有所长，但差别微乎其微。在实际经济中，作为竞争性行业的汽车零部件与配件制造业其所有企业共存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其最佳生产函数前沿面应该是唯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考查前沿面移动效应还是追赶效应都应该按照统一的最佳生产前沿面进行。因此，整体来看，国企比私企更具有创新能力。考虑到2007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整体由高位运行转为中低位运行，而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却整体保持了相对稳定、高速增长（依据Wind资讯，该行业销售收入9年均为正增长，平均17.93%，最低仅为3.99%；销售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均保持了双位数增长；资产负债率却连年下降，已经由2007年的58.16降低至2015年的45.41，平均50.6%），很明显，国企的抗风险能力、发展能力、赢利适应能力均在其中发挥了具有相当分量的应有作用。
（二）细分企业对比发现，国企与私企各有千秋，但部分国企更胜一筹
将26家上市公司按照统一的生产函数进行测算，逐一比较，与其他学者得出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差或最低”这种“笼统”结论不同，我们发现在2007-2015年最近9年的竞争中，国企更胜一筹，尽管单个公司的对比各有千秋。

就综合效率指标来看，排名前6位的均为国有企业，最高的是航天晨光1.106，而排名后6位的均为私有企业，最低的是恒力实业0.882，这说明在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应的综合运用上国企更胜一筹；就技术进步指标来看，排名前11位的依旧是国企，最高的是成飞集成1.051，而排名后6位的依旧均为私有企业，最低的是模塑科技0.933，这表明单个国企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具优势。就全要素生产效率（TFP）而言，排名前11位的均为国企，最高的是航天晨光1.137，排名后8位的均为私企，最低的是恒力实业0.843。显然，单个公司对比也不能支持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差的“笼统”结论。
五、结论、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一）产权属性未必必然导致创新能力优劣

本文运用2007-2015年9年的数据，测算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整体上国企创新能力具有明显优势；二是细分企业对比各有千秋，但部分国企的创新能力指标明显优于私企。显然，本文测得“国企创新能力更高”，与其他学者“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低”的判断相悖。至少，因为其他学者的结论忽视了部分或个别国企创新能力更高这种客观存在，因此，“产权属性导致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最低”这一判断至少是片面的。毕竟，企业所有制与企业创新能力有关系，但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关系。
（二）本文局限性

本文仅使用从一个细分行业层面发现的一只“白色乌鸦”来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样本数据代表的普适性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这与其他学者同时使用多个行业样本数据具有类似的缺陷，尽管笔者认为，同一行业内部各企业其生产函数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这意味着仅使用一个行业的样本数据进行测算才能够得到更为合理可靠的结论。另外，本文的理论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以便为进一步推动国企深化改革乃至为整个国民经济走出低迷困境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进一步研究展望与探讨
1. 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非此即彼的静态单向循环逻辑？

纯利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公有制无法克服人性的自利性，以至于抑制创新，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而私有制却能利用人的自利性，激发创新潜能，带来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试问，这里的高效还是低效是取决于所有制类型还是其他复杂因素？同样，是所有制属性还是其他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低”或“高”？抑或其他问题的层出不穷？也可能，是他们之间的相互、综合作用共同导致了所谓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低下或者高企？对此，历史上都不乏证据。显然，这一问题本身就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静态单向循环逻辑，而这，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显见的学术思维习惯？

2. 非此即彼的传统经济学“点理性”思维判断研究模式是否应适时变通和调整
政治经济学主张通过建立公有制来克服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这是中国建立公有制国有企业的理论渊源。然而，随着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有制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问题，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都进行了一些列的探索、摸索与改革，而东欧剧变、苏联倒台，欧美发达国家却蒸蒸日上，尤其是随着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传入和普及，导致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似乎走向了“非此即彼”的另一个极端，反过来着重探讨产权属性本身的优劣，这样的思路显然是依据经济人“纯利己主义”假设及其分析方法，该思路与景玉琴[17]（2008）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点理性”的判断相一致：它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要么理性，要么非理性。
3. 更进一步的探讨是：当前如火如荼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真的“一混”“就灵”？

世界历史实践证明，公有制还是还是私有制只是资源权属的两种方式，而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并使其发挥最大价值直接取决于资源的管理运营方式（因为恰当的管理运营方式能够发挥人性的优点，约束人性的缺点），并不绝对地取决于所有制类型，只不过实行公有制的经济体在某个或某些阶段的历史实践与实行私有制经济体的效果差距太大，使得所有制成为经济学界诟病的标靶。问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却是私有制的弊端导致这一差距是反向扩大的，所有制属性在彼时也同样是标靶。随之而来的推断是，国有产权不一定是“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最低”的唯一原因，更可能是所有制属性与其他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动态、连续博弈的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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